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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发动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从土地革命时期号

召打土豪、分田地，到文革中鼓动造反，尽管口号随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变化，

基本套路是一以贯之的。中共几十年的革命史，就是不断发动群众的历史。 

    然而，建设时期毕竟与革命时期不同。“闹”革命时，中共的主要任务是“推

翻三座大山”，所以尽可打乱一切秩序，采取任何极端手段，就是要“砸烂旧世

界”。“闹”者，折腾也；进入建设时期，作为执政党，无论怎样革命，都要维持

基本社会秩序，所以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等“群众运动”都要“在各

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发文件、登社论、组织批判文章、召开大小会议，什

么时候“引蛇出洞”，什么时候“工人阶级说话”，都有一定的章法。总之，下级服

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打乱了这些章法，他支持群众“造反”，要“全面内战”、

“天下大乱”。这次不是党领导群众整人，而是毛发动群众整党——一党专政遭

遇领袖独裁，所以不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群众也茫然不知所措。遵循传统

做法保党委、保工作组的被称为“保守派”，响应“十六条”“自己解放自己”，反党

委、反工作组的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再分化，天派地派好派屁派八一五反

到底，乱世英雄起四方…… 

    说是革命不分先后，但一遇到权力分配，造反派也“不准阿Ｑ革命”。 

    说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打江山就要坐江山，岂容“摘桃派”染指？ 



    大家都宣称革命，同时势不两立。怎么办？比赛革命。看谁对毛主席更忠

，对阶级敌人更狠，掌握毛泽东思想更正确。各自标榜，互相指责，说不服压

服，压不服就打垮，动口动手动刀枪。 

    若干年后，尘埃落定。伤了元气的群众被伤了元气的党告知：文革中毛泽

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犯了错

，林彪、四人帮犯了罪，造反派头头犯了法。 

    原来如此。 

   

    本文与周孜仁先生的《断忆重庆武斗》堪称姊妹篇，他们当时是“对立面”，

周先生是“八一五”，李先生属“砸派”。梦醒时分，忆荒唐岁月，叹同根相煎，理

想毁灭，生灵涂炭，又为的是哪一出！ 

（本文节选自《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有删节） 
 

我怎样成为造反派  

                   ——李木森回忆  何蜀整理  

 
 

从政治学习到“执行任务”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国防工厂主要就是加强政治学习。

全厂职工每天工作八小时之外，还得追加政治学习一小时。各科室的干部，每

星期三下午还有半天的学习时间。 
当时的政治学习，主要是读报，读文件。报纸上那些批《海瑞罢官》，批

《燕山夜话》，批“三家村”的文章，似乎离我们国防工厂太远了，跟我们关系

不大。所以那一阶段学了些什么，讨论了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 
进入八月份，政治学习内容更多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有关报道以及“你们要关

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八月底，在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下，社会上已经开始动荡起来了，但是我们

还一点不知道。一方面，国防工厂管得紧，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厂址都对外保

密，通信只能写“重庆市六五信箱”）；另一方面，当时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厂



在郊区，要进城有些远，还得过河，因此社会上的事情很少影响到厂里来。 
直到九月初，风终于吹来了。我们得知，就在江北区的老城区，江北城上

横街，居然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二八惨案”！据说，重庆大学有个名叫“八

一五”的组织去了一伙暴徒，在那里聚众闹事，搞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

”，还围攻打骂跟他们作斗争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八二八惨案”，我们是听厂党委和基层党支部在政治学习中传达的，

党委和党支部，代表的就是党，那年头提倡的都是“听话要听党的话”，“党

叫干啥就干啥”，我作为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热血青年，共青团员

，党的助手，当然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党说“八一五”是“暴徒”，

我就相信他们绝对是暴徒，在学习中，我也积极发言批判这些“八一五暴徒”

：哪个敢反对党，我们工人阶级绝不答应！ 
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所在的技术科党支部发出通知，要求全科职工晚

上八点半集合，前往石门河边一带“执行任务”——阻止重大“八一五”的学

生过河，不准这些“右派学生”、“暴徒”到我厂所在地大石坝地区来宣传煽

动。 
我们单位百分之八十的职工都来了。我当然也满怀革命激情，准时来到集

合地点，参加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我们在支部书记、科长和工会主席三大官员率领下，到了河边重庆织造厂

的公路上，这是厂党委给我们科指定的地点。一眼望去，整个河边公路上全是

我们厂的职工，大约有两千人左右吧。我们在公路上站的站，蹲的蹲，直到晚

上十一点才奉命撤回厂里。 
回厂路上，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今晚上来了两千人，把重大“八一五”

的学生吓得不敢过河了；有的说，厂党委可能得到情报不准确，重大“八一五

”可能根本就不是今天过河；有的说，我们江陵厂这么多人，他们休想过河…

… 
这次声势浩大的行动，没有任何结果，回厂路上不免让人有点泄气，但这

毕竟是我李木森在党委领导下，以一个职工的身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我

感到高兴和自豪。 
 

“排队”名单引出造反“尖刀”  
 
参加了阻止重大“八一五”学生过河的集体行动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

在党委领导下积极投身这场运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

到底。 
但是，怎样“进行到底”呢？我心中确实无数，只能听党支部的。而党支

部呢，我看也是心中无数，只能听厂党委的。厂党委呢？其实也差不多…… 
因此，一旦有什么重要社论发表了，厂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立即组织职工收

听。在各单位的广播喇叭下，大家各自端个小板凳坐着认真听。听了过后再讨

论。讨论中又把报纸拿来反复读。 
九月里，全市从上到下布置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我们厂里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这件事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什么时候成立的，怎样成立的，成立

后有些什么活动，大多数职工都不知道。只是看到有人戴着工人纠察队的红袖

章出去活动，我们才知道有了这样一个组织。但是也没在意。因为在国防厂里



，我们都习惯于保密制度的约束，都懂得该问的才问，不该问的就不随便打听

。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两三个月。突然之间发生了大变化。 
这个变化来得十分意外。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技术科有个干部高德安，到党支部办公室找支部

书记张角光谈事情。无意中，他发现了一份技术科人员“排队”名单正摆在桌

子上。 
所谓“排队”，“四清”时就做过。就是组织上把一个单位的群众从政治

上分成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

是打击处理对象。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单位也继续用这种方法对群众和干

部进行分类。“排队”工作都是由党委或工作组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数的政

治积极分子参与其中。 
高德安眼疾手快，瞟到这份排队名单，一把从书记办公桌上抓起来就看。

张书记急了，要他赶快还回来。两人就在办公室里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拉拉扯扯，追来跑去，高德安一边躲闪一边看，看得差不多了，才还给了张

书记。 
正是这场不该发生的“游戏”，导致了江陵机器厂骤然之间天翻地覆。 
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立即找了我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队”名

单情况向我们作了通报，在我们这五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排在一类，排在二类

的有我和另一人，排在三类的有两人，高德安最呕气，他被排在四类！ 
我们都不同意这样的“排队”。高德安当然最气愤。他为什么被排成四类

呢？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言论”问题被学校记

入了档案，虽然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在国防工厂他就相当于被暗中管制

的“分子”，这次运动一来，首先被划入打击对象。我也很不高兴，我这么听

党的话，这么积极工作和参加政治学习，怎么把我划在二类？不管怎样我也该

是一类嘛！我们几个人忿忿不平，就向技术科职工讲了，绝大部分职工听到后

都表示十分不满，并希望我们去找书记把问题了解清楚。 
第二天下午，一上班，我们五人到了张书记办公室，要求张书记把“排队

”名单一事说清楚，到底是谁叫这样排的，依据是什么？ 
谁知，平时爱说爱叫的张书记，这天下午变成哑巴了。我们最初还跟他好

好说。后来看他装哑巴了，大家就更加气愤，声音也就自然高了八度。大叫大

喊了一个半小时，却没有了解到任何内容，只得悻悻离去。 
问题得不到解决，怎么办？高德安提议，党中央的“十六条”不是提倡“

自己解放自己”吗？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一个

“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大家都说好。于是决定在技术科贴出通知，

凡愿意参加尖刀战斗队的到李木森处报名登记，并且立即投入战斗。这第一场

“战斗”，就是要用我们这把“尖刀”，撬开张书记的嘴，一定要他交待清楚

“排队”名单的内幕。 
这样，技术科的造反派组织尖刀战斗队就成立了，开始参加的只有二十几

个人，占全科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很强，只是“斗争

经验”不足，斗一个支部书记就斗了三个下午，才逼得他说出了“排队”是厂

党委叫搞的。 
我们的战果很快就被全厂职工所知，其他车间、科室纷纷仿照我们的样子

，向党支部发出“战斗令”，要求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 



 

成立军工造反兵团  
 
初战告捷，职工情绪高涨，我们尖刀战斗队迅速从一周前的二十余人增加

到六十余人。 
这时，其他车间、科室就有人要求加入我们的尖刀战斗队了。 
高德安是尖刀战斗队的队长，后来是红军战斗团的团长，再后来成了军工

井冈山江陵兵团的一号勤务员，人们都叫他“高司令”。他也真不愧是当“司

令”的人才，他向我们谈了他的考虑：各车间技术组的人不直接加入技术科的

尖刀战斗队，而是各自单独成立车间、科室的战斗队，在此基础上，全厂成立

统一的兵团团部，各车间、科室成立分部。大家都同意他的设想，分头去各车

间、科室串连、动员。 
不到三天，取名为红军的战斗兵团成立了。接着又成立了红旗兵团、红卫

兵团。 
在我们红军战斗兵团成立之前，厂里实际上已经先有了另一个造反派组织

，他们后来编为八一兵团六五团（按照当时江陵厂对外通信的代名“六五信箱”

取的名字）。他们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主要是在车间工人

中个别串连发展，不像我们技术科与各车间技术组有联系，一串连就全厂铺开

了，所以我们一成立人就比较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重庆国防工业系统造反派组织八一兵团成立，我

们军工造反兵团也加紧组建。 
筹建军工造反兵团，又是“高司令”的主张。他找了我和厂总工程师办公

室主任康云鲍，三人一起商量，分工由高负责我厂的红军、红旗、红卫三个兵

团联合，组成军工造反江陵兵团。由康云鲍负责，李木森协助，串连其他几个

国防工厂的造反派组织。 
十二月底，重庆国防工业系统的第二个造反派联合组织——军工造反兵团

总部成立了。这时，我们江陵厂有了两个造反派组织，军工造反兵团近五千人

，八一兵团六五团人比我们少。“保守派”组织工人战斗军（即原来的工人纠察

队）更少，只有五六百人。 
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国“革命形势大好”，“保守派”再也坚持不下

去了。我们厂里的工人战斗军，被我们军工江陵兵团和八一兵团六五团联合打

垮了，我们发布《勒令》，收缴了工人战斗军的旗帜和袖章，并把收缴起来的袖

章找缝纫工打成一件件背心，把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桑林揪到厂里来，和厂里

的“战斗军”队长一起穿上那袖章背心，游街示众。 
    

反对革联会  
 
军工造反兵团刚成立不久，就遇到了全国各地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号召向“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一月风暴”。重庆的造反派组织也在一

月下旬联合夺了市委、市人委（现在叫市人民政府）的权。 
重庆造反派的夺权，得到驻重庆的解放军五十四军的大力支持，以五十四

军派出的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为首，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



。 
革联会筹备成立的消息刚一传来，康云鲍就提出，军工造反兵团要申请加

入革联会。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赞同。随后，康云鲍写了一个申请加入革联

会的报告，叫上我一道，到人民大礼堂对面原市人委办公楼，去找革联会筹备

组，递交了申请报告。接待的人叫我们三天后来听研究结果。 
过了三天，我们再去，却得到了令人不满意的答复：因为国防系统的八一

兵团对我们加入革联会意见大，革联会筹备组正在给他们做工作，要我们再等

两天。 
我和康云鲍耐着性子等了两天再去，革联会筹备组主要负责人、财贸八一

五战斗团的王绍川接待了我们。他首先对我们申请加入革联会表示热烈欢迎，

其次，八一兵团的思想工作还要做，不过要在一两天内做通是不现实的，但是

也不能等到把思想工作做通了才让我们加入。他们已经给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

谈妥了，先让军工造反兵团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会后再继续商谈加入革联会

的具体细节问题。 
康云鲍和我对这样的安排当然表示感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重庆市造反派夺权后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在大田湾重庆市体育场隆重召开。 
那天的会场上真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声、战歌声震天响。我们军

工造反兵团按照革联会筹备组的要求，组织了一千人的队伍前来参加大会。我

们身穿整齐的劳保服，胸佩红底黄字的胸章，由无线电厂选出的一个身强力壮

、人高马大的大汉何汉瑞为旗手，高举着鲜艳的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走在前头

，后面的队伍在“一、二、一”的口哨声中，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呼着有力的

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向重大八一五学习！向重大八一五致敬！” 
    …… 
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绕场半周，博得兄弟组织的热烈掌声。 
队伍走到足球场中的指定位置，旗手何大汉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把大旗

插到了大会主席台旁边。我们一千名“军工战士”，眼望着兵团的大旗高高飘

扬，内心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 
不料，才兴奋了一会儿，我们的光荣和自豪感才刚刚开始品尝，军工造反

兵团大旗突然变成了一些人的袭击目标！我们眼睁睁看到，几个人在主席台旁

边，围着我们的大旗在激动地嚷着什么，有人开始抓旗杆，扯大旗，只见那大

旗歪了又正，正了又歪，何大汉为了护旗，竟被那伙人推拉殴打…… 
我们愤怒了，一齐高喊着：“不准打人！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 
愤怒的口号声中，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大旗被人扯下来撕碎了，英雄的何

大汉紧抱着那根光旗杆，顽强地站在主席台旁，最后，他终于无法站立，慢慢

倒下…… 
何大汉被大会工作人员送到附近的工人医院去了。我们一千名“军工战士

”，为了顾全大局，咬着牙，含着泪，开完了这个庆祝大会。 
事后才知道，打人、撕旗的是当天的大会执行主席，八一兵团的一个头头

。他不愿看到重庆的国防工业系统出现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山头（而且这个山头

又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看到我们队伍这样整齐威武，恼羞成怒，一时头脑膨胀



，就忍不住采取了过激行动。 
大会结束后，我们一千名“军工战士”，气冲冲走向市人委那幢旧大楼，

把革联会筹备组围了个严严实实。康云鲍代表我们，进去向革联会提出抗议，

要求革联会主持公道，追查打人、撕旗这一严重事件，惩办凶手及幕后指挥者

…… 
刚成立的革联会，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个“群众斗群众”的难题。革联会

常委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八一兵团个别头头的做法不对，希望他们能出面向我

们赔礼道歉。但是八一兵团坚决不答应。僵持之下，革联会迟迟不能答复。我

们留下一些代表，坚持了整整四十八小时。后来这被认为是“静坐示威”。 
最后，还是王绍川代表革联会来向我们表了个态，大意是：军工造反兵团

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是革联会同意了的，打人、撕旗肯定是不对的。经革联

会研究，决定派专人前往八一兵团总部做工作。在适当的时候，请你们两大总

部负责人到革联会开会解决这一问题。 
八一兵团始终拒绝派人与我方商谈。因为其负责人是革联会常委，我们就

认为革联会偏袒八一兵团，对革联会也就很有意见。 
就在这一过程中，军工造反兵团总部负责人接触到了反对革联会的西南师

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的学生。这是当时反对革

联会的两个主要学生组织。他们认为革联会是以十二所大专院校为主体，以重

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广大工人群众造反派组织，在驻军支持下搞了一

场假夺权。他们还给我们看了几十个群众组织为反对革联会给中央发出的《急电

》。 
总部开了三天会，“兵团”一级的主要勤务员都来了。大家一致赞同反对

革联会。会后，军工造反兵团大反革联会，加入砸革联会行列的油印传单，就

满天飞了。 
 

我被揪上了批斗台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第３期《

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提出要在夺权过程中加强无

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来一个大扫除。按此精神，全国先后开始了

“镇反”。 
重庆市公安局的造反派夺权机构“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临委会）从２

月上旬开始拘捕群众组织中的“牛鬼蛇神”。在２月１７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

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公布后，四川及重庆的“镇反”进入

高潮。据记载：由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

代表、“市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组成打击现行指挥部。

到３月底，全市共拘捕２２５３人，有２４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和非法

组织。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被称为“二月镇反”。 
二月下旬，工人造反军的前哨支队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宣布为反动组织，

首先遭到打击。接着，工人造反军总部被革联会组织人马抄砸。 
与此同时，重大“八一五”出动二十多卡车人员，浩浩荡荡开到北碚去，

把反革联会的核心组织——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的队部砸了个稀巴烂

。十多天后，北碚区的驻军宣布西师八三一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对其



核心成员，在学校批斗后实行逮捕。 
三月初，反革联会的另一核心组织——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团部被

砸，八位负责人被拘捕。 
三月初，工人造反军总部的主要负责人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刚一回来就

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 
我们刚成立不久的军工造反兵团，也在这次“二月镇反”中遭了殃。 
二月二十六日，革联会的“王牌组织”八一兵团，调动人马，一方面抄砸

了设在重庆剧场的军工造反兵团总部；一方面围攻江陵厂的军工江陵兵团广播

站。 
我们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因此没有作任何准备。我们闻讯赶去的军工

江陵兵团几千群众站在围攻者的外围，眼睁睁看着广播站被冲、被砸，广播站

的工作人员被围攻者用棍棒打出来，有的被打倒在地，有的被打伤了抬出来，

有的翻墙外水管逃下楼来，又遭到下面的围攻者拳打脚踢…… 
本来，来砸广播站的只有一千多人，而我们有几千人，人数上完全占优势

。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思想，只知道武斗是错误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是毛主席的号召，是“十六条”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 
一个多月前，是工人战斗军被砸，是他们想不通，现在，轮到我们想不通

了。一个多月前，我们和八一兵团还是亲密的“战友”，共同对付工人战斗军

，现在，怎么又变成我李木森站在工人战斗军那样的位置上了呢？ 
三月中旬，厂军管会在足球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我等十六名军工头头全部

被揪上台去低头请罪，接受批斗——重庆人大概是从鸡啄米引起联想，对低头

挨斗的姿势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啄起″。由于发言的人多，军管会主任作

指示的时间又长，大会开了近三个小时。 
 

欢呼“红五条”  
 
“镇反”后，重庆反对革联会的一派遭到镇压，一些没有被抓的负责人和

骨干成员纷纷逃往北京去上访、告状。中央从四月份开始连续召开了解决四川

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会议期间，全国掀起了“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

流”的高潮，重庆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形成了强有力的“砸

派”。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了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当时称为“红十条”）

。接着，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经毛泽东批准，由周恩

来正式宣布了。这个意见共有五条，按照当时的习惯，被人们称为“红五条”

。 
“红五条”要求重庆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把斗争矛头对准任白戈及其一小撮

同伙；肯定了五十四军在支左中的成绩，也指出了他们对革命群众组织支持一

方，压制另一方的错误，批评了他们支持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些革命

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要求为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

的革命群众组织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红五条”决定另外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虽然这个革筹小组还

是由支持“八一五”的五十四军领导人蓝亦农、白斌负责，但是在砸派看来，

中央反正是没有承认革联会，这就是一个大胜利了。 



“红五条”的内容是五月十六号夜里从北京传回来的，欢天喜地的砸派闻

风而动，在五月十七日就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大游行。 
 

从文斗武斗  
 
“红五条”下达之后不久，砸派和八一五派这两大派就从互不认输的辩论

发展到了武斗。先是相互砸广播车、广播站，接着就打起架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晚上，有消息从北碚传来：砸派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

一战斗纵队和该校八一五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打起来了。这是重庆两大派大规模

武斗的“初级阶段”，双方用的是石头、棍棒、钢钎等“冷兵器”。 
得到西师春雷被八三一围困在一栋楼房里的消息，以重大“八一五”为首

的八一五派，出动了大批人员前去北碚救援春雷。特别是六月七日，以重大体

工队学生为首组成的敢死队，战斗力最强，几冲几杀就把西师八三一打败，给

春雷解了围，并抓了不少砸派的俘虏，押回重大审讯。 
六月八日，得知西师八三一吃了大亏的砸派，由机关司令部和军工井冈山

总部组成了支援队伍，动用卡车几十辆，浩浩荡荡开往北碚。但是去了以后才

知道，西师的武斗已经基本结束。重大的支援队伍刚刚离开北碚返校。 
砸派大军一鼓作气，回头追击重大“八一五”的队伍，在北碚出来不远的

施家梁，终于追上了。砸派人多势众，复仇心切，追上来就开打。机关司令部

去的有许多是体委的运动员，加上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战斗队人员，打得重大“

八一五”漫山遍野乱跑，这次追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还“活捉”了革联

会副主任、重大“八一五”的熊代富。 
这一仗，砸派称之为“施家梁大捷”，八一五派称之为“施家梁血案”。 
从此，山城的火药味日渐浓烈。我终于被卷入了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 
 

作者简介：李木森，重庆人，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５８年中专毕业进重庆大型

国防企业国营江陵机器厂工作，任助理技术员。文革开始时是共青团员。１９

６６年底参加造反，先后任军工造反兵团勤务组成员、军工井冈山总部一号勤

务员、反到底工总司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一号勤务员。参

与指挥了重庆大武斗。１９６８年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１９７

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结束后被清查、撤职，１９８６年２月被作为″三种

人″开除中共党籍。１９９９年以高级工程师职称并享受劳模待遇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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